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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的影响

———拉大分配差距还是架起共赢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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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贸易规则作为数字服务贸易的核心制度, 对于优化全球数字服务贸

易规模分配、 促进各国共享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红利至关重要。 本文基于 OECD 数据

库数字服务贸易数据, 实证检验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的影响。 研

究发现, 数字贸易规则有效缩小了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即能分好贸易规模。 异质性

分析显示: 在缔约方类型上, “南—北”型与“北—北”型规则均显著缩小了差额,
但“南—南”型规则会扩大差额; 在条款类型上, 数据流动与隐私保护条款均显著

缩小了差额, 但知识产权条款会扩大差额; 对一直处于顺差或逆差的缔约方而言,
数字贸易规则均能缩小差额。 机制分析发现, 数字贸易规则能通过缩小数字鸿沟和

制度距离来缩小差额。 进一步分析发现, 数字贸易规则能同时促进缔约方的数字服

务进口、 出口规模, 即能做大贸易规模。 本文研究为数字贸易规则谈判、 数字服务

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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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全球经济数字化浪潮下, 数字服务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和各国

竞相发展的战略高地。 以规则为基础的开放是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促进贸易健康发

展的基石。 原有国际经贸规则已无法满足数字经济发展模式的需要, 亟须构建与之

相适应的国际规则体系。 对此, WTO 积极启动多边电子商务相关谈判并取得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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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初步成果, 但由于牵涉到多方利益, 谈判进展缓慢(孙玉红等, 2021)。 作为规

范跨境数据流动、 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和市场开放的核心制度安排, 数字贸易规则

制订重心逐渐转向区域贸易协定(刘志中和陈迁影, 2022), 其覆盖率和重要性也

在持续提升。 近年来,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并部署了“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

则”“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等重要任务。 据 OECD 数据库统计, 2005—2024 年全球数字

服务贸易规模显著扩张, 但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 即主要经济体之间数字服务

贸易差额较大①。 那么, 数字贸易规则对签署国之间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究竟发挥了什

么作用? 如果该规则使差额扩大, 则意味着其拉大了数字服务贸易规模的分配差距,
呈现“强者愈强, 弱者愈弱”的零和分配格局。 如果该规则缩小了差额, 则意味着其

可以分好贸易规模, 但也面临“强者优势降低, 弱者后发追赶”的零和博弈。 此时,
若该规则还能扩大签署国之间的出口和进口规模, 则意味着其可以做大贸易规模而实

现双赢, 即在签署国之间架起了共赢桥梁。 可见, 深入研究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对双边

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的影响、 异质性、 作用机制以及如何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

规模, 不仅能客观全面地回答上述问题, 而且可为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建设、 深度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并引领规则制订提供重要启示。
随着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众多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双边和区域贸

易协定的签署与生效, 数字贸易规则的经济效应受到广泛关注。 当前学术界对数字

贸易规则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围绕贸易促进效应与价值链升级展开。 从贸易促进效

应来看,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对贸易流量和增加值贸易均有显著提升作用。 数字贸易

规则通过降低贸易成本、 缩短制度距离等多种渠道, 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开展

(王俊等, 2022; Suh 和 Roh, 2023)。 考虑到各行业数字化转型趋势, 学者们将研

究进一步拓展至服务业甚至货物贸易, 结果均表明数字贸易规则具有显著的贸易促

进效应( Elsig 和 Klotz, 2021; 孙玉红等, 2022; González 等, 2023; 钟腾龙等,
2025)。 还有一些学者将研究关注点从简单的贸易总量提升转移到增加值贸易促进

效应。 李董林和李春顶(2024)指出 RTA 规则深度对成员国增加值贸易具有显著促

进效应, 赵静媛等(2022)、 武娜等(2023)、 毛雁冰和方亚婷(2023)分别从数字行

业、 数字服务、 服务业及 ICT(信息与通信技术)产品视角验证了规则对双边增加值

贸易的积极作用。 从价值链升级视角来看, 数字贸易规则能有效促进要素跨境流动

(侯俊军等, 2023)、 降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不确定性( Zeng 等, 2021)以及贸易壁

垒(马丹和杨钰涵, 2024; 刘斌和王殿杰, 2023), 最终促进缔约方价值链水平提

升(李艳秀, 2021; 范兆娟和艾玮炜, 2022; Wu 等, 2023)。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类文献为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 结合现有研究来

看, 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主要可以归类为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两大类。 制度因

素方面,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 高度限制的数据本地化措施, 以及国家间的监管政策

分歧等限制性制度措施会阻碍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 Ferracane 和 van
 

der
 

Ma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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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Potluri 等, 2020; 齐俊妍和强华俊, 2021), 而数字贸易规则作为关键制度

驱动, 能优化制度环境、 减少监管与交易成本, 助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葛顺奇和

王秀玲, 2023)。 技术因素方面, ICT 基础设施完善与数字技术应用作为基础保障,
能缩短交易距离、 提升服务交付效率, 直接促进数字服务产业发展( Freund 和

Weinhold, 2004; 王群勇和苗培, 2024)。
可见, 现有研究普遍存在“重增长、 轻平衡”的倾向, 虽然广泛论证了数字服

务贸易规则对贸易“总量”与“结构”的积极影响, 却鲜有涉及“数字贸易规则如何影

响数字服务贸易差额”这一重要问题, 就该规则能否有效促进贸易均衡尚未深入考

察。 各细分数字贸易规则条款的差异、 签署国发展阶段差异以及不同贸易差额状态

如何差异化地作用于贸易差额等内在机制尚不清晰。
鉴于此,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剖析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的

影响、 异质性及作用机制, 然后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数字贸易规则能否分好贸

易规模”这一问题, 最后进一步分析了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进口规模

和出口规模的影响, 考察“数字贸易规则能否做大贸易规模”这一问题。 本文的边

际贡献主要如下: 第一, 研究视角上, 本文将研究焦点从传统的贸易流量拓展至贸

易差额平衡问题, 系统考察了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的作用, 丰富了关

于数字贸易规则经济效益的评估维度。 第二, 机制分析上, 本文深入剖析了数字贸

易规则影响贸易差额的潜在渠道, 为理解规则如何重塑贸易规模分配格局提供了经

验证据。 第三, 异质性分析上, 本文揭示了双边经济发展差异、 数字贸易条款类别

对贸易平衡效应的差异化影响, 为中国在未来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中优化条款设计、
精准施策以促进更均衡、 包容的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一、 理论分析

数字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特征, 但不同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差

额却表现为顺差、 逆差的分化现象, 即数字服务贸易规模分配并不均衡。 数字服务

贸易规则可以重构双边贸易的非零和属性, 促进贸易差额缩小而做好贸易规模分

配。 对顺差国而言, 规则中的禁止强制技术转让、 源代码保护等内容可以降低其凭

借制度优势构筑的垄断壁垒, 迫使其降低数字服务的超额定价。 当技术溢价衰减

时, 顺差国企业面临真实市场竞争, 出口增速放缓。 同时, 市场准入互惠便利使顺

差国消费者得以采购更具性价比的逆差国服务, 扩大数字服务进口规模, 使得顺差

收窄。 对逆差国而言, 规则直接激活其潜在供给能力。 一方面, 无纸化贸易、 电子

支付互操作等条款刚性削减了出口交易成本(赵静媛等, 2022), 使本土服务商突

破跨境交付瓶颈; 另一方面, 贸易壁垒的破除赋予其对等进入顺差国市场的权利,
激发出口动能(彭羽和杨碧洲, 2023)。 当逆差国出口扩张速度超越顺差国技术扩

散引致的进口增长时, 其逆差收缩。 此外,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通过降低全球数字贸

易摩擦(Wu 等, 2023), 使双边贸易规模共同扩张。 由此, 顺差国因垄断租金耗散

而顺差缩减, 逆差国因供给能力释放而逆差收窄。 因此, 本文提出:
假说 1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有利于缩小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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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的影响可能因双方发展水平差异而

异(周念利和陈寰琦, 2020)。 其一, 发展中国家之间签署“南—南”型数字贸易规

则。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数字服务领域多聚焦于中低端市场, 双方要素禀赋类似、 产

业基础薄弱和互补性有限, 因此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对双边服务贸易差额的作用会

发生扭曲, 表现为: 较为类似的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使得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竞争

加剧, 同时因互补性有限而难以产生新的贸易创造效应, 可能放大原有贸易失

衡。 此外, 发展中国家的核心需求是“提升数字服务供给能力” , 而“南—南”型

数字贸易规则聚焦“简化审批程序、 无纸化贸易” 等基础便利化条款, 缺乏技术

合作和人才培养等关键能力建设内容。 优势国凭借既有竞争力持续扩大出口, 弱

势国仍需大量进口中低端服务, 且难以提升自身出口能力, 形成“顺差国愈强、 逆

差国愈弱”的恶性循环, 从而不利于缩小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其二, 发展中国

家与发达国家签署“南—北”型数字贸易规则。 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数字

服务领域要素高度互补, 因此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可降低贸易壁垒、 促进要素跨境流

动(刘斌和甄洋, 2022), 从而缩小双边贸易差额。 一方面,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使

发达国家高端数字服务能更便利地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 满足发展中国家对高质量

数字服务的进口需求。 另一方面,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比较优

势, 扩大对发达国家的数字服务出口, 促进其改善数字基础设施和利用发达国家技

术溢出效应而提高数字服务供给能力。 其三, 发达国家之间签署“北—北”型数字

贸易规则。 由于发达国家之间在数字贸易规则上已形成较高共识, 因此双方更多倾

向于其现有规则的互认与统一。 加之, 发达国家数字服务产业竞争力接近, 不存在

“代际差距”, 双方通过“公平竞争条款”防止固化垄断优势。 在低制度摩擦和避免单

边垄断下,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使双方数字服务在保持进出口同步增长的同时, 顺差国

难以凭借规则壁垒维持垄断出口, 逆差国可便捷获取高附加值服务, 同时自身优势服

务也能更顺畅地进入对方市场, 进而推动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缩小。 因此, 本文

提出:
假说 2a　 “南—南”型规则不利于缩小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假说 2b　 “南—北”型规则有利于缩小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假说 2c　 “北—北”型规则有利于缩小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考虑到各类数字贸易规则细分条款规制导向与侧重点各有不同, 其作用于数字

服务贸易差额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其一, 数据相关条款。 数据相关条款通过规范

数据本地化要求和跨境数据流动规则, 降低数据流动成本, 促进数据要素市场的优

化配置(杨连星等, 2023)。 这种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 对逆差国而言, 可快速弥

补本国数据要素不足的短板, 缩小与顺差国的数字服务供给能力差距, 进而减少贸

易逆差; 对顺差国而言, 虽然可能短期扩大出口, 但长期来看, 逆差国的服务能力

提升将形成更均衡的贸易格局, 最终整体缩小贸易差额。 其二, 贸易便利化条款。
贸易便利化条款通过简化数字服务跨境交易流程, 降低贸易成本, 有利于签署国数

字服务贸易的开展。 与此同时, 贸易便利化条款中的“电子认证” “无纸化贸易”等

内容, 主要降低的是“货物贸易”的边境成本, 而数字服务具有“无形” “即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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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对边境程序的敏感度极低, 使得其边际效应也远小于数据、 隐私和知识产权

等核心壁垒的变动。 因此, 相较于其他三类条款, 贸易便利化条款对数字服务贸

易差额的影响作用相对有限。 其三, 隐私保护条款。 隐私保护是数字服务贸易的

“信任基石” , 隐私保护条款强调对个人数据和隐私的保护, 可降低用户信息安

全顾虑, 增强数字服务跨境交易的信任度, 推动双方数字服务贸易规模扩大(彭

羽等, 2021) 。 由于不同国家隐私保护标准的差异, 数字服务企业面临多重合规

成本。 隐私保护条款中“隐私规则互认” “统一合规认证流程”等内容, 可减少企业

合规负担。 尤其对中小数字服务企业而言, 更低的合规成本使其更易进入国际市

场。 对逆差国而言, 这种成本降低可推动本国企业更易“走出去”, 增加服务出口;
对顺差国而言, 逆差国企业的市场准入提升将形成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避免顺差国

长期垄断, 最终缩小贸易差额。 其四, 知识产权条款。 知识产权条款通过强化数字

服务创新成果的保护, 进一步拉大创新能力差异较大国家间的数字服务供给能力差

距, 从而可能扩大贸易差额。 一方面, 知识产权条款中“延长数字版权保护期限”
“严格打击侵权行为”等内容, 会进一步巩固顺差国的技术垄断地位, 进而保持其

出口供给优势, 顺差扩大。 另一方面, 知识产权条款的强保护倾向, 会使数字服务

逆差国面临更高的技术获取成本, 同时限制其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创新, 从而抑

制其出口能力, 不利于缩小逆差。 因此, 本文提出:
假说 3a　 数据相关条款有利于缩小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假说 3b　 贸易便利化条款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影响不明显;
假说 3c　 隐私保护条款有利于缩小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假说 3d　 知识产权条款不利于缩小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可通过缩小双边数字硬件鸿沟进而缩小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数字贸易规则通常包含基础设施合作条款和技术准入承诺(彭羽和杨碧舟, 2023),
使得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落后的国家通过规则获得缔约方在 5G 技术、 数据中心建设

等方面的投资与共享, 快速提升网络覆盖率和宽带质量(张洪胜等, 2024)。 当缔

约方内部的基础设施水平趋近时, 企业能以更低成本、 更稳定地提供和获取跨境数

字服务, 削弱因数字硬件鸿沟导致的贸易机会不平等(张天顶和龚同, 2023)。 规

则中的数字身份合作规定通过创建知识共享平台, 推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开放

核心数字课程, 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技能普及率不断提高。 诸如联合研发义务类

的创新联盟强制条款也可以使发展中国家企业获得前沿技术溢出, 使得本土数字服

务研发强度不断得到提升。 弱势国数字基础设施与技能的改善, 可以增强弱势国的

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 促进其出口增加; 可以扩大顺差国数字服务进口来源, 减少

其对单一国家的贸易顺差。 数字贸易规则通过系统性缩小缔约方在基础设施与技术

能力维度的数字鸿沟(Gupta 等, 2022), 使得弱势国技术接入均等化、 数字能力跃

迁化, 从而重塑各国参与数字服务贸易的禀赋结构。 这一过程不仅能扩大贸易总

量, 也通过赋能弱势经济体、 优化竞争生态, 使贸易流向从“马太效应”转向“动态

均衡”, 为缩小数字服务贸易差额提供支撑。 据此, 本文提出:
假说 4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通过缩小数字鸿沟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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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可通过缩小双边数字制度距离进而缩小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由于国家间在数字治理制度上的差异会构成制度距离而形成隐性贸易壁垒, 而签订

数字贸易规则通过协调统一标准(毛雁冰和方亚婷, 2023)、 重塑缔约方的制度环

境、 缩短监管差异(崔日明等, 2024), 从而缩小双边数字制度距离, 驱动顺差国

顺差与逆差国逆差同步收缩。 首先, 统一数据流动标准与市场准入规范强制消解各

国监管差异(余晓等, 2025), 使企业跨境合规成本从碎片化适应转向一次性投入;
其次, 内置的在线争端解决机制压缩合约执行风险, 降低政策不确定性衍生的风险

溢价(冯碧梅和王子薇, 2025); 最后, 知识产权保护强化既遏制技术模仿行为,
又通过专利互认释放创新激励信号。 由此形成的数字制度距离缩短会带来非对称双

向调节效应: 对逆差国而言, 制度壁垒消减能够激活出口潜能(代丽华等, 2024),
知识产权保护提升能推动产业升级而使数字服务出口从低端代工转向高附加值领

域, 进而缩小逆差; 对顺差国而言, 制度趋同在扩大其优势数字服务出口进入机会

的同时也会削弱其出口优势, 并且提升劣势数字服务进口性价比。 可见, 签署数字

贸易规则使得逆差国出口能力提升、 顺差国出口市场规模扩大和优势缩小, 促使双

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缩小。 据此, 本文提出:
假说 5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通过数字制度距离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缩小。

二、 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考虑到各国签署数字贸易规则的年份并非一致, 本文设定如下多时点双重差分

模型来探究数字贸易规则的签署对各国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的影响。
lnDSTB ijt = α0 + α1DTR ijt + βX + λ i + λ j + λ t + εijt (1)

式(1)中, 下标 i、 j 和 t 分别表示出口国、 目的国以及年份。 lnDSTB ijt 为 t 年 i
国与 j 国之间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DTR ijt 代表 i 国与 j 国之间是否签署有包含数字贸

易规则的政策冲击虚拟变量。 X 为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集, λ i 表示出口国固定效应、
λ j 表示目的国固定效应、 λ 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εijt 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样本为 2005—2021 年 202 个国家的双边国家对数据。 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测算数据来源于 OECD 数据库; 国家间数字贸易规则签署情况数据来源于 TAPED
数据库; 各国 GDP、 是否有共同语言、 是否有殖民关系、 是否签署 FTA、 监管质

量差异、 要素禀赋差异等变量主要来自 CEPII 数据库、 WGI 数据库以及世界银行

数据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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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数字服务贸易差额以 lnDSTB 来表示。 本文基于 OECD、 WTO、 IMF 发布的《关
于衡量数字贸易的手册》统计口径, 借鉴史本叶和齐瑞卿(2023)的做法, 将“保险

和退休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费用”“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其他商业

服务”“个人、 文化和娱乐服务”六个部门的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进行加总得到数字

服务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 以数字服务贸易差额来测算。
2. 核心解释变量

两国是否签订数字贸易规则( DTR )这一核心解释变量的取值规则如下: 若两

国签订有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协定, 则签署当年及之后年份 did 取值为“1”, 其他

情形均取值为“0”。
3. 控制变量

出口国经济规模( lnEGDP )、 进口国经济规模( lnIGDP )以 2015 年不变价的

实际 GDP 数据来测算。 是否使用共同语言( Lan )、 是否殖民关系( Col )用以控制

语言共通性和殖民关联性的影响; 是否签订 FTA( FTA )用以控制自由贸易协定对

估计结果的干扰。 监管质量差异( lnReg )使用 WGI 数据库中监管质量指标来测算。
两国间的监管政策差异越大, 越可能提高数字服务贸易的成本而影响双边数字服务

贸易。 参考赵静媛等(2022)的做法, 要素禀赋差异( lnFac )以人均 GDP 差额来测

算。 产业内贸易理论表明, 贸易伙伴间要素禀赋差异越悬殊, 产品的成本结构与比

较优势越难以契合, 同类别产品贸易遇到的阻碍就越大。
由于国家对差额变量符号存在镜面正负映射特征(即 A—B 国家对的差额与

B—A 国家对的差额符号相反), 同时为控制极端异常值影响, 本文对上述连续变

量采取其绝对值加 1 后的对数化处理, 并进行上下 0. 5%的缩尾。 由此, 本文进一

步保留 A—B 国家对、 B—A 国家对的其中一种样本。

三、 实证检验

(一)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以事前 1 期为基期, 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从图 1 可见, 数

字贸易规则签署前的系数估计值均不显著, 表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数字服务贸易差

额变化无显著差异, 而数字贸易规则签署后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 表明处理组的

数字服务贸易差额变化趋势显著偏离控制组且呈现出显著缩小态势。

(二)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1. 基准回归

表 1 列(1)结果显示, 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签署数字贸易规

则有效缩小了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促进了签署国之间数字服务贸易的均衡。 至

此, 假说 1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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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2. 更换估计方法

由于在样本期内部分国家(地区) 之间没有贸易往来, 本文借鉴 Correia 等

(2020)的做法, 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得到如表 1 列(2)所示的估

计结果。 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仍旧显著为负。
3. 更换聚类标准

为了考察聚类维度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本文采用国家对层面聚类得到如表 1
列(3)所示的估计结果。 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仍旧显著为负。

表 1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项目

(1) (2) (3) (4)

基准回归 更换估计方法 更换聚类标准 排除干扰事件

lnDSTB DSTB lnDSTB lnDSTB

DTR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出口国固定效应

进口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调整后 R2

-0. 050∗∗∗ -0. 226∗∗∗ -0. 050∗ -0. 058∗∗∗

( -5. 824) ( -4. 308) ( -1. 901) ( -6. 330)
-8. 232∗∗∗ -49. 400∗∗∗ -8. 232∗∗∗ -7. 821∗∗∗

( -19. 627) ( -9. 288) ( -14. 700) ( -15. 950)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80
 

741 280
 

690 280
 

741 247
 

799

0. 704 — 0. 704 0. 703

注: ∗、 ∗∗和∗∗∗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0%、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内为稳健标准误。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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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除干扰事件

为了排除 2020 年疫情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 本文剔除了 2020 年和 2021 年

的数据进行回归, 得到如表 1 列(4)所示的回归结果。 当剔除这两年的数据之后,
核心解释变量依旧显著为负。

5. 安慰剂检验

借鉴 Ferrara 等(2012)的做法, 本文通过 1
 

000 次随机抽样的方式构造出“伪政

策虚拟变量”对式(1)开展重新回归检验, 得到估计系数核密度分布①。 “伪政策虚

拟变量”估计系数集中在 0 值附近, 与基准回归所得系数相较存在显著差异。 这表

明数字贸易规则协定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的影响并非由其他随机因素所导致。
6. 异质性处理效应

参考 Callaway 和 Sant􀆳Anna(2021)的做法, 本文采用 CSDID 方法重新评估签署

数字贸易规则协定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的影响, 以考察传统 DID 的估计偏误问题。
表 2 列(1)显示, 稳健估计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异质性处理效应导致的估

计量偏差对估计结果影响有限。 与此同时, 本文进一步参考 Cengiz 等(2019)的做

法, 采用堆叠 DID 方法重新评估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协定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的影

响, 以检验多时点 DID 估计量的稳健性。 表 2 列(2)显示, 稳健估计量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负, 再次表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表 2　 异质性处理效应

项目
(1) (2)

CSDID 堆叠 DID

ATT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样本量

　 -0. 089∗∗∗ 　 -0. 144∗∗∗

( -4. 643) ( -7. 482)

是 是

是 是

271
 

169 4
 

144
 

309

注: Callaway 和 Sant􀆳Anna(2021)认为通过选择不同的权重, 可以计算四种不同类型的平均处理效应( ATT);
此处采用的简单加权平均处理效应(Simple

 

ATT), 即等权重简单加权求和。

7. 内生性问题

借鉴党修宇和殷凤(2024)的做法, 本文选取两国 1984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订阅

数差异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 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②。 相关性方面,
固定电话是早期数字通信基础设施核心, 其差异越小, 表明双方数字基础设施兼容

性越强,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协定概率越大。 外生性方面, 该变量为历史既定事实,
与当期数字服务贸易差额无直接关联。 表 3 列(1)显示, 工具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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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且 Kleibergen-Paap
 

rk
 

LM 和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值均通过了检验,
即不存在“识别不足”和“弱识别”问题。 表 3 列(2)显示, 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再次

支持了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内生性检验结果

项目
(1) (2)

DTR lnDSTB

IV

DTR

控制变量

出口国固定效应

进口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0. 006∗∗∗

(0. 000) —

　 -1. 812∗∗∗
— (0. 309)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61
 

632 261
 

632

196. 047— [0. 000]
195. 905— {16. 380}

注: []内为 p 值, {}内为 Stock-Yogo 检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

四、 异质性分析

(一)基于缔约方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为了揭示数字贸易规则的签署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之间开展数字服务贸

易的差异化影响, 本文依据联合国发展分组标准将样本分为“南—南”型、 “南—
北”型和“北—北”型三类, 分组进行回归分析。 表 4 列(1)结果表明, “南—南”型

国家签署规则显著扩大了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即假说 2a 得以验证。 “南—南”
型国家在当前发展阶段下, 由于共同面临的供给能力瓶颈、 市场同质化竞争以及规

则执行挑战, 其开放市场的效果可能被竞争力较强的国家主导, 反而拉大了参与国

之间的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表 4 列(2)和列(3)表明“南—北”型和“北—北”型国家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均可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缩小, 即假说 2b、 假说 2c 得以

验证。 “南—北”型国家签署数字贸易规则, 能够为南方国家提供市场准入、 促进

技术扩散和能力建设, 显著提升其出口能力, 使得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数字服务

出口增长幅度大于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增长幅度, 从而表现为双边贸易差额缩

小。 “北—北”型国家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可以作为强强联合的优化器, 通过消除

“北—北”型国家之间残余壁垒、 深化融合和加剧竞争, 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更均

衡的双向数字服务贸易而缩小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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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于缔约方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项目 (1) (2) (3)

DTR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出口国固定效应

进口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调整后 R2

　 0. 235∗∗∗ 　 -0. 064∗∗∗ 　 -0. 544∗∗∗

(17. 890) ( -4. 664) ( -7. 765)
-8. 702∗∗∗ -18. 155∗∗∗ -15. 522∗∗

( -25. 700) ( -16. 093) ( -2. 311)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80
 

535 89
 

496 10
 

710

0. 616 0. 736 0. 575

(二)基于条款类别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借鉴彭羽等(2021)的做法和 TAPED 数据库数字服务贸易政策分类框架,
将规则文本分为数据相关条款、 贸易便利化条款、 隐私保护条款以及知识产权条款

四大核心模块, 并分别构建细分规则深度指标进行实证检验。 表 5 列(1)和列(3)
中, 数据相关条款和隐私保护条款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这两项条款可以显著

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缩小, 即假说 3a、 假说 3c 得以验证。 数据相关条款通

过降低数字服务的跨境壁垒和成本, 以及高标准的隐私保护条款通过建立信任和规

表 5　 基于条款类别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项目 (1) (2) (3) (4)

Data

Prom

Priv

Inte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出口国固定效应

进口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调整后 R2

　 -0. 078∗∗∗

( -5. 035)
— — —

　 0. 024—
(1. 442)

— —

　 -0. 051∗∗∗
— —

( -5. 692)
—

　 0. 113∗∗∗
— — —

(9. 862)
-8. 103∗∗∗ -8. 411∗∗∗ -8. 129∗∗∗ -8. 863∗∗∗

( -19. 332) ( -20. 096) ( -19. 395) ( -21. 211)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80
 

741 280
 

741 280
 

741 280
 

741

0. 704 0. 704 0. 704 0.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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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兼容性, 可以为数字服务提供商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更大的市场准入机会,
从而显著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趋向平衡。 表 5 列(2)中, 贸易便利化条款的回归

系数不显著, 表明其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的作用不明显。 贸易便利化条款作用可能

更多体现在支撑整体贸易环境而非直接扭转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使得其对数字服务

贸易差额的影响不明显, 即假说 3b 得以验证。 表 5 列(4)中, 知识产权条款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该类条款会显著扩大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即假说 3d 得

以验证。 知识产权条款通过强化技术领先者的市场垄断地位、 提高模仿成本和进入

壁垒, 巩固甚至扩大技术领先国家在知识密集型数字服务上的贸易顺差, 导致双边

贸易差额扩大。

(三)基于贸易差额状况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对样本期间一直处于逆差、 顺差状态的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 表 6 显

示,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对一直处于逆差、 顺差状态的双边贸易差额均产生了显著的

抑制作用, 即避免了贸易规模分配向一方倾斜。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能够促进逆差国

改善数字基础设施和降低数字服务出口壁垒, 提升其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而减少逆

差, 同时通过降低顺差国数字服务进口壁垒而减少其顺差。

表 6　 基于贸易差额状况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项目
(1) (2)

一直逆差 一直顺差

DTR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出口国固定效应

进口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调整后 R2

　 -0. 114∗∗∗ 　 -0. 258∗∗∗

( -6. 064) ( -13. 181)
-13. 893∗∗∗ -6. 893∗∗∗

( -14. 906) ( -8. 351)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54
 

481 69
 

417

0. 798 0. 816

五、 机制分析

(一)数字鸿沟渠道

借鉴张洪胜等(2024)的做法, 本文将互联网使用人数占比之差的绝对值加 1
取对数来测算双边数字鸿沟, 数据来源于 WDI 数据库①。 表 7 列(1)显示, 签署数

数字经济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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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贸易规则显著缩小了数字鸿沟。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通过明确数据跨境流动标准、
统一数字技术兼容要求、 破除数据本地化等歧视性壁垒, 可以降低双方数字基础设

施对接成本、 技术差异, 进而弥合硬件与技术层面的数字鸿沟; 通过保障数字服务

企业双向公平准入, 促进数字技术、 专业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境自由流动, 助力进口

国本土数字服务业提升供给能力与服务质量, 缩小市场与能力层面的数字鸿沟, 从

而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异缩小, 即假说 4 得到验证。

(二)制度距离渠道

本文以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之差的绝对值加 1 取对数来测算双边数字制度距

离指标, 相关数据来自 OECD 数据库①。 表 7 列(2)显示, 签订数字贸易规则显著

缩短了双边数字制度距离。 数字贸易规则协定通过统一数据跨境流动规范、 明确数

字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以及破除市场准入歧视与监管壁垒, 化解双方在规则治理、 监

管框架及合规要求上的分歧, 进而缩短两国制度距离, 推动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缩小, 即假说 5 得到验证。

表 7　 机制检验结果

项目
(1) (2)

数字鸿沟 制度距离

DTR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出口国固定效应

进口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调整后 R2

-0. 264∗∗∗ -0. 004∗∗

( -26. 421) ( -2. 464)
-48. 818∗∗∗ 0. 265

( -65. 745) (0. 711)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51
 

774 27
 

880

0. 631 0. 632

六、 进一步分析

前文表明数字贸易规则可通过缩小数字鸿沟和缩短制度距离显著缩小双边数字

服务贸易差额, 验证了其能“分好贸易规模”。 然而, 若数字服务贸易规则未能做

大双边数字服务贸易规模, 则可能使得双方陷入零和博弈。 对此, 本文进一步通过

分析数字贸易规则对双边数字服务进出口规模的影响来验证其能否架起“做大贸易

规模”这一共赢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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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看,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葛顺奇和王秀玲,
2023; 李丹和孟恒宇, 2024)、 破除贸易壁垒(景守武等, 2025)和缩小信息通信技

术差距(王俊等, 2022)而推动数字服务贸易规模做大。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通过统

一数据跨境流动标准、 明确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边界、 取消歧视性准入限制、 降低企

业合规成本与政策不确定性(毛雁冰和方亚婷, 2023), 使其数字服务更便捷地进

入伙伴国市场, 助力优势数字服务出口; 通过降低本土市场壁垒吸引伙伴国优势数

字服务进入, 满足进口需求。 这种双向促进效应使得双方在要素流动、 技术合作与

产业互补等方面形成协同共赢。 由此, 本文将式(1)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替换为数字

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规模进行回归。 表 8 显示,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

出口和进口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这表明, 数字贸易规则有力地架起了“做大贸易

规模”这一共赢桥梁, 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共赢范本。

表 8　 对数字服务进出口的进一步分析结果

项目
(1) (2)

lnExport lnImport

DTR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出口国固定效应

进口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调整后 R2

　 0. 221∗∗∗ 　 0. 178∗∗∗

(24. 211) (19. 071)
-5. 117∗∗∗ -7. 683∗∗∗

( -12. 038) ( -17. 536)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80
 

741 280
 

741

0. 758 0. 744

七、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借助各国是否签署包含数字贸易条款的协定作为准自然实验, 利用涵盖主

要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差额面板数据, 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签署数字贸

易规则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的影响、 异质性、 作用机制及其双边数字贸易规模

的影响。 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协定有效缩小了签署国之间数字

服务贸易差额, 这一核心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证实了签订数字贸易规则

在缩小贸易差额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二, “南—北”型和“北—北”型数字贸易规则

对贸易差额缩小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 但“南—南”型数字贸易规则会扩大贸易差

额; 数据条款类规则、 隐私保护类条款规则对贸易平衡的促进效应比较明显, 而知

识产权条款则会扩大贸易差额;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使一直处于逆差、 顺差状态的双

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均得到缩小。 第三, 签署数字贸易规则通过“缩小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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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缩短制度距离”缩小了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差额。 第四, 数字贸易规则可以同时

扩大数字服务出口规模与进口规模, 架起了“做大贸易规模”这一共赢桥梁。
由此, 本文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 以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进程为契机, 在数据跨境流动、 隐

私保护等条款方面加快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 在知识产权保护条款上制定“弹性保

护”提案以防止高标准知识产权条款固化数字鸿沟。 第二, 与发达国家重点推动规

则互认、 标准对接, 以降低交易成本、 缩短制度距离, 进而巩固并扩大双向贸易;
与发展中国家增设“数字能力建设合作”章节, 将基础设施建设、 技术援助与人才

培养纳入规则框架, 帮助伙伴国提升数字供给与消费能力, 缩小数字鸿沟。 第三,
聚焦高端领域, 强化中国竞争力“根基”。 加大数字产业人才培养, 不断提升中国

数字服务的技术自主性与不可替代性, 避免因知识产权强保护导致的技术锁定。 第

四, 在全球治理平台倡导包容性议程, 将自身市场优势与技术能力转化为推动全球

数字贸易平衡发展的动力, 将“一带一路”打造为通过规则合作实现数字共赢的范

本, 构建一个既能做大全球数字贸易规模又能优化分配的包容性体系, 实现自身高

质量发展与全球共赢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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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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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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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e
 

Bui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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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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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rade
 

rules
 

constitute
 

a
 

key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governing
 

digital
 

services
 

trade
 

sector
 

and
 

play
 

a
 

crucial
 

role
 

in
 

optimizing
 

th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in
 

global
 

digital
 

services
 

trade,
 

enabling
 

countries
 

to
 

share
 

in
 

the
 

dividends
 

of
 

its
 

develop-
ment. This

 

article
 

utilized
 

digital
 

services
 

trade
 

data
 

from
 

the
 

OECD
 

database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signing
 

digital
 

trade
 

rules
 

agreements
 

on
 

digital
 

services
 

trade
 

bal-
anc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stablishing
 

digital
 

trade
 

rules
 

can
 

effectively
 

narrow
 

imbal-
ances

 

in
 

digital
 

services
 

trade
 

and
 

optimize
 

benefit
 

distribution,
 

thereby
 

promoting
 

a
 

mor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trade
 

gain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signatories,
 

South-North
 

and
 

North-North
 

rules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gap,
 

whereas
 

South-South
 

rules
 

widen
 

it. With
 

regard
 

to
 

clause
 

types,
 

provisions
 

on
 

data
 

flows
 

and
 

privacy
 

protec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gap,
 

whil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lauses
 

wid-
en

 

it. For
 

countri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rade
 

development,
 

digital
 

trade
 

rules
 

consistently
 

promote
 

gap
 

reduction.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signing
 

digital
 

trade
 

rules
 

can
 

re-
duce

 

trade
 

gaps
 

by
 

narrowing
 

the
 

digital
 

divide
 

and
 

shortening
 

institutional
 

dis-
tance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se
 

rules
 

simultaneously
 

stimulate
 

both
 

imports
 

and
 

exports
 

of
 

digital
 

services
 

among
 

signatories,
 

thereby
 

expanding
 

overall
 

trade
 

volume. This
 

study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countries
 

seeking
 

to
 

optimize
 

their
 

negotiation
 

strategies
 

on
 

digital
 

trade
 

rule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digital
 

services
 

trade.
Keywords: Digital

 

Trade
 

Rules;
 

Balance
 

of
 

Digital
 

Trade
 

in
 

Services;
 

Digital
 

Di-
vide;

 

Institutional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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